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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真实主义:两种认知理论下的模式推演
王天民*
摘 要:作为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诉讼法的根本原则之一，实质真实主义的意涵应当从目的和
方式两个层面来解读。实质真实主义的历史脉络可以被划分为产生和发展两个阶段。在产生阶段，
实质真实主义以追求绝对真实为目的，在方式上法官是唯一的司法主体，被告人是查明实质真实
的工具，证据调查不受任何限制。在发展阶段，实质真实主义以追求 “最大化真实”为目标，在
方式上具有司法官二元化、审判程序纠问色彩逐渐淡化、被告人的地位主体化、真实查明途径多
样化的特点。推动这一演变的哲学基础可以被总结为单向认知理论和双向认知理论，前者以 “镜
像式”符合论、科学理性主义和价值无涉为特征，后者表现为 “匹配式”符合论、人文主义和价
值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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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实质真实主义 (Prinzip der materielle Wahrheit) ，依照德国学界的经典表述，是指为了发
现刑事案件的事实真相，司法官自行对犯罪事实加以调查，不受诉讼参与人之申请或陈述之
拘束。①完整理解实质真实主义的含义，应从两个层面进行剖析:在目的层面，它表现为查明
案件事实的客观真相，即 “实质真相”;在方式层面，它表现为司法官全面、主动的证据调
查行为，即 “实质性调查”。它以追求案件事实的 “实质真相”为目标，反映了大陆法系国
家刑事诉讼活动的政策需要，为达到这一目标，司法官应当采取 “实质性调查”的方式，即
不受当事人的证据申请或事实陈述之拘束而依职权自行调查案件与证据。
关于实质真实主义的研究，德国学者米勒曾在 1977 年 《论实质真实的价值》一文中分
析了实质真实主义在纠问制诉讼中的意涵，并指出，自 19世纪以来，随着人权思想以及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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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程序理论对大陆法系刑事诉讼程序的深入影响，在方法论上，实质真实主义不应再是一种
不计任何代价的真实查明方式，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依职权调查案件事实的过程
中，应当依法保障当事人平等参与诉讼的机会;在本体论上，实质真实也不再表现为绝对真
实或者客观真实，相反，所谓内心确信也只能是一种相对真实的状态。② 在随后的 20 多年
内，德国学界陆续出现了旨在取代实质真实理念的各种诉讼真实概念 (其中包括 “诉讼真
实的通约性原则”、“法庭真实概念”、“语义学真实的规则概念”、“社会真实概念”、“真实
的协商理论”、“改革模式下的实用性真实”) ，其间甚至一度有学者抛出 “真实虚无论”，
试图否定实质真实的重要价值及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埃克尔于 2001年在 《刑事诉讼中
的实质真实及自由心证原则》中重申:“实质真实主义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它将在正当程序的框架下继续发挥重要作用。”③
从 20世纪 90年代至今，我国法学界对实质真实主义已有一些研究。④ 在各种文献中，
已有多位学者对实质真实主义的含义及形式提出了较为前瞻性的观点，如裴苍龄先生早在
1999年就曾指出 “实质真实就是事实的真实和事实求得的真实”，并认为 “实质真实是我国
刑事诉讼证明中所追求的最高目标，也是我国评证的最高标准”。⑤ 陈浩然教授在 2004年提
到，应当从证明标准和证明程序两个层面来对实质真实主义进行释义，在证明标准上，“实
质真实并不等同于客观真实而只是最大限度地接近客观真实”，因此它并不意味着证明程序
的绝对化以及对正当程序理念的抵制。⑥ 张建伟教授在 2006 年将实质真实主义划分为 “积
极的实质真实主义”与 “消极的实质真实主义”，进而主张中国应当走消极的实质真实主义
之路。⑦ 樊崇义先生则在 2013 年重申:刑事诉讼的目的决定着实体真实的相对性，即 “尽
可能接近于真相的事实”。我国 《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明标准的规定，已经从积极的实体真
实转向了消极的实体真实，或曰相对的实体真实。⑧ 此外，还有很多学者在研究实质真实主
义或其相关问题的过程中也提出了一些新思想与新观点。比如，左卫民教授对事实真伪的思
考以及对实体真实、价值观和诉讼程序的论述，龙宗智教授关于印证与自由心证关系的解
读，何家弘教授对司法证明基本范畴的界定，陈卫东教授对刑事证明标准的重塑，陈瑞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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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l. Ingo Müller，Der Wert der“materiellen Wahrheit”，Zeitschrift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1977，S. 522 ff.
Andreas Eicker，Die Prinzipien der“materiellen Wahrheit”und der“freien Beweiswürdigung”im Strafproze，Her-
bolzheim 2001，S. 33 ff.
就笔者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以“实质 (体)真实”或“实质 (体)真实主义”为标题进行专门研究的
学术成果，包括学术论文、学位论文 (硕士学位论文与博士学位论文)以及个人专著共计 12份。
裴苍龄:《论实质真实》，《中国刑事法杂志》1999年第 4期，第 46、50页。
参见陈浩然:《证明标准———客观真实、法律真实与实体真实》，《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 1期，第 18、21页。
参见张建伟:《从积极到消极的实质真实发现主义》，《中国法学》2006第 4期，第 169－179页。
参见樊崇义:《实体真实的相对性———修改后刑诉法第五十三条证明标准的理解和适用》，《人民检察》2013
年第 7期，第 8－11页。
授对证明模式的全新阐释，孙长永教授对正当程序与实体真实主义的厘清，等等。⑨
总体而言，我国学界在诉讼真实观上一直存在各种学说，而诸种学说都离不开对三个根
基性问题的解答:我国刑事诉讼要不要查明案件真实?要查明的是何种真实?通过何种方式
查明这种真实?为解决上述问题，既需要对中国古代的诉讼真实观进行深入考查，也有必要
参照、对比两大法系的诉讼真实观，尤其是与中国极为相似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实质真实主义
理念。然而，作为大陆法系国家根本的诉讼原则之一，我国学界却一直没有对实质真实主义
形成最全面的认识，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实质真实主义的产生、发展及其理论基础进行详细地
考察与分析，以便澄清实质真实主义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历史与现状，并结合认知理论对它的
未来走向进行适度预测。特别是在二战后欧洲各国都在学习英美法系形式真实主义的历史潮
流下，实质真实主义是继续向前发展还是就此止步?这不仅是欧洲国家所面临的抉择，同样
也是很多国家包括中国需要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
一、实质真实主义之产生:孤立模式
考察大陆法系国家的历史，不难发现实质真实主义历经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实质真
实主义的产生，以纠问制刑事诉讼的萌芽为标志;第二阶段是实质真实主义的发展，肇始于
启蒙运动时期。两个阶段前后承接、各具特点，共同揭示了实质真实主义的演进规律。
(一)历史背景
人类很早就认识到自身对真实认知的不可靠，因此曾尝试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解决刑事诉
讼中真实调查的问题。日耳曼刑事诉讼中最早出现的真实调查方式表现为一种原始的 “证
据”提出与程序推进形式，如 “洗冤宣誓”、“辅助宣誓”等。另外，存在于初民社会的神
判法也在日耳曼刑事诉讼中得到了延续，如 “决斗”、“水审”或者 “棺木法”等。这种原
始的案件真实查明方式一直持续到卡尔大帝时期。
客观地讲，上述各种 “证据”都曾经较为普遍地被用来证明过去发生的犯罪案件的真
实，但这些 “证据”同真实本身却无一具有实质性的关联。当它们被广泛用于确定案件真实
时，法官则很少有空间对案件真实作出实质性评判。瑏瑠 这样一种由双方当事人提出 “证据”
并根据神灵旨意进行裁判的作法，从根本上不同于依靠法官通过对过去案件事实的澄清来定
案的方式，甚至就某种程度而言，此时的法官都不是审判的主导者。
可见，无论是从目的层面还是从方式层面来看，日耳曼的刑事诉讼都没有出现实质真实
主义的理念。此时，法的安定性价值固然能够得到很好的维护，但是，关于 “实质真实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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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瑏瑠
参见左卫民:《实体真实、价值观和诉讼程序》，《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 4期，第 55
－61页;龙宗智:《“确定无疑”———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法学》2001年第 11期，第 29－33页;何
家弘:《法律真实不等于客观真实，质疑“实事求是”》，http: / / review. jcrb. com. cn /ournews /asp / readNews. asp?
id= 534，2018年 3月 1日访问;陈卫东、刘计划:《关于完善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体系的若干思考》，《法律科
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01年第 3期，第 60－72页;陈瑞华:《从认识论走向价值论———证据法理论基
础的反思与重构》，《法学》2001年第 1期，第 21－28页;孙长永主编:《刑事诉讼证据与程序》，中国检察出
版社 2003年版，序言第 9页。
Vgl. Friedrich－Wilhelm Krause，Zum Urkundenbeweis im Strafproze，Hamburg 1966，S. 7－8.
么”、“由谁来查明实质真实”、“是否需要查明实质真实”都几乎没有涉及。直到中世纪下
半段，德国各城邦出现刑事诉讼程序改革。就其特征而言，在诉讼程序上，以纠问制方式进
行的诉讼程序愈来愈多地代替了日耳曼时期纯粹的弹劾式或控诉式的诉讼程序;在证据法
上，实质真实的观念开始萌芽，官方在证据调查程序中也开始重视并努力追求实质真实。比
如，法官在证据调查中的主导地位得到确立，证人逐渐代替辅助宣誓之人，口供的价值日益
凸显，等等。简言之，“中世纪下半段的刑事诉讼改革在犯罪事实与证据事实之间建立了一
种实质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开始取代日耳曼刑事诉讼中真实调查的仪式性”。瑏瑡
改革以后的刑事诉讼致力于对实质真实的发现，但法官认证的随意性问题越来越严重并
已危及法的安定性价值。以刑讯为例，法律并没有规定应以特定的嫌疑程度为要件，而是完
全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断。于是，一场以罗马教会 “法的概念明晰”和 “确定体系”为参
照的统一立法活动自 15世纪晚期开始在德国悄然进行。1507年，随着 《班贝尔根席斯刑事
法院组织法》的出现，法典编撰活动一时蔚然成风，作为对该法的继受，国王卡尔五世于
1532年制定了统一的刑事法院组织法，即 《卡罗琳娜刑事法院组织法》。
(二)目的层面
为实现纠问制诉讼程序，《卡罗琳娜刑事法院组织法》规定了一系列明确的刑事诉讼规
则并仍以调查实质真实为目标。它一方面延续了法官兼掌侦查与审判的做法，使得法官有足
够的机会和力量来发现实质真实;另一方面，一系列的证据规则又约束了法官一度泛滥的裁
量权。为了查明实体法上的案件真实，法官在适用证据规则上不能带有主观色彩，也不能评
判证据的证明力。可见，“案件真实的认定问题从日耳曼刑事诉讼中的上帝指示一度交由法
官自由判断，到此时又转变为一个纯粹的法律适用问题”。瑏瑢 德国学者贝林曾贴切地将法定
证据规则比喻成法官调查案件真实过程中的 “历经反复推敲的定理”以及 “牵着幼儿走路
的绳子”。瑏瑣 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在当时看来，法官只有严格按照法定证据规则来计算证据
的证明力，才能够发现案件的实质真实或绝对真实。
纠问制诉讼中极为严格的证明机制具有较大的优越性，它杜绝了日耳曼刑事诉讼中上帝
裁判的不可预期性以及随后由法官所享有的过度裁量权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并且将被告人的
刑事法律责任同明确的犯罪事实相关联，通过相对理性的证据形式调查案件真实。瑏瑤 但是，
早期的实质真实主义显现了与纠问制诉讼共通的弊端。受中世纪自然科学领域真实观念及真
实探寻方式的强烈影响，在纠问制诉讼中，实质真实主义将绝对真实作为证据调查的目的和
真实认知的标准。在立法者看来，案情原貌完全可以通过诉讼程序重现，法官无需对证据的
证明力进行主观判断。正如一项实验，实验者根据先验的客观数据而预设一项规则就能期待
结果发生。在绝对真实认知观念的笼罩下，法定证据规则应运而生。因此可以说，法定证据
规则的出现标志着绝对真实理念从自然科学领域进入到司法认知程序之中，使得法官的主要
精力从之前的 “取证—认证”环节中退出，从而专心致力于取证活动。
历经三个多世纪，人们对 《卡罗琳娜刑事法院组织法》的现实可行性逐渐产生怀疑，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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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瑤
Julius Glaser，Beitrge zur Lehre vom Beweis im Strafproze，Leipzig 1883，S. 4.
Kunert Karl Heinz，“Strafprozessuale Beweisprinzipien im Wechselspiel”，GA 1979，S. 404.
Ernst Beling，Die Beweisverbote als Grenzen der Wahrheitserforschung im Strafprozess，Breslau 1903，S. 3.
Vgl. Karl Heinz Gssel，“Die Stellung des Verteidigers im rechtsstaatlichen Strafverfahren”，ZStW 1982，S. 9 f.
为法定证据规则终究只是考虑到少数法官的日常经验与审判实践，而没有顾及到更多的案件
以及审判需要的特殊性。所以，贝林认为，法定证据规则是 “一条走不通的道路，因为法官
在摸索前行时总会担心走不下去”。瑏瑥 1846 年，时任普鲁士司法部部长的萨维尼在一份研究
报告中详尽剖析了法定证据规则的弊病，他认为，“法定证据规则是不可信的，因为它在危
及审判公正性的同时不能确保法官判决的真实性，立法者只考虑到人类过去的认知经验，而
将法官当前的自由意识弃之不顾，这只会使得法官与真实擦肩而过，换言之，只有废止法定
证据规则，我们才可能获得案件的实质真实”。瑏瑦 可见，法定证据规则并非查明实质真实的
最佳设置，因为它只是建立在主观的间接认知基础之上，从而忽略了作为现实客体的历史事
件与主观上直接认知之间的关联性。所以，对于一项判决而言，“它要查明的不是甲是否杀
了乙，而是甲是否已经写下一份口供或者是否可靠的证人丙和丁看到了犯罪经过。可以说，
这样一种被公式化、绝对化的实质真实是非常危险的，也是极为令人担心的”。瑏瑧
(三)方式层面
产生阶段的实质真实主义在真实调查方式上较之于过去的真实调查形式也有着截然不同
的特点，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法官是刑事诉讼中唯一的司法主体。基于此点，本文将实质真实主义的产生阶段
称为 “孤立模式”。中世纪下半段以后，欧洲国家为了进一步加强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在司
法领域内通过对纠问制诉讼程序的改革，以期达到君主对司法程序及结果的控制。于是，包
括 “洗冤宣誓”、“辅助宣誓”、“决斗”、“水审”在内的神明裁判等可能导致不稳定裁判结
果发生的发现真实的方式淡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则是能够预期裁判结果的证人作证制
度、被告人供述制度。当然，作为君主统治工具的法官成为刑事诉讼程序的主导者，则是纠
问制诉讼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从对法官职能的立法预设来看，法官应当兼具侦查与审判两重
职能。但是，一方面由于此时侦查与审判没有明显的阶段划分，另一方面由于审判过程中认
知活动的 “虚化”，所以此时的法官与其说是证据的评判者，不如说是证据的采集者。
其次，被告人是查明实质真实的工具 (或对象)。法官之所以能够对被告人提取口供，
根本原因在于，无论是对大众还是对法官而言，被告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都只是被纠问的对
象。这一观念首先来源于自然科学领域内的真实查明方式，即在查明真实的活动中只有调查
者或者实验者本人具有主体身份，其它被调查或者被开展实验的对象并不具有这样的身份。
自然科学领域内的真实查明方式对刑事诉讼程序的直接影响是，除了法律赋予调查权的法官
具有主体身份外，其它任何人都只是用以查明实质真实的工具或对象。此外，在中世纪的欧
洲，君主统辖内的任何人要么属于用以维护其政治统治的工具，要么属于被统治的对象，被
告人属于后者，法官属于前者。但是，法官在司法程序中由于君主的授权，临时具有了主体
身份，而被告人作为普通的民众则不可能享有这种身份的转变。
最后，证据调查方式趋于无限制性。如上所述，中世纪的欧洲，在君主的统辖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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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drich Karl V. Saviny，“Die Prinzipien in Beziehung auf eine neue Strafprozeordnung (1846)”，GA 1858，S. 485.
Frauke Stamp，Die Wahrheit im Strafverfahren: Eine Untersuchung zur prozessualen Wahrhei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Perspektive des erkennenden Gerichts in der Hauptverhandlung，1. Aufl.，Nomos Verlags gesell-
schaft 1998，S. 79.
任何人都必须臣服于君主的统治，他的精神可以隶属于自己的信仰，但是肉体却属于他的君
主，即所谓 “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既然民众的肉体属于他的君主所有，
那么为了获得被告人的真实供述，对他的肉体进行刑讯便具有了正当的理论基础。也正是由
于被告人肉体与精神的可分离性使得法官为了查明实质真实，而在实践中对被告人施以各种
刑讯手段。但是，考虑到被告人作为有意识的对象与无意识的客体相比，更容易在肉体遭受
巨大迫害的情况下作出违背真实的供述，而这样的结果显然背离了实质真实主义的初衷，“所
以 《卡罗琳娜刑事法院组织法》一方面授权法官刑讯，另一方面也禁止法官恣意妄为的刑
讯，以便通过一种客观而非主观的方式更好地查明真实，并不致于冤及无辜”。瑏瑨 但是，如
同纠问制诉讼程序一样，虽然立法者的初衷是为了通过一种相对理性的诉讼程序来查明实质
真实、惩罚犯罪、维护法的安定性，但是后来却演变成为了一个残酷、恣意的诉讼程序 (比
如刑讯)。也许这就是所谓的 “目的转换”现象，“即一种法律设置已经偏离了它的最初目
的，而向着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出功利效果，并以此作为其继续存在且言之成理的目的”。瑏瑩
综上可见，孤立模式下实质真实主义的目的是通过预先设定的、并视为绝对正确的证据
规则来查明实质真实，但恰恰是由于这些过于严格甚至死板的证据规则的存在，使得法官不
得不竭尽全力获取被告人所提供的可能虚假的供述，从而无法开展更为广泛的自由调查，也
不可能从个案的特殊需要出发来探明具体案件的实质真实。
二、实质真实主义之发展:协助模式
实质真实主义的产生，从根本上看是因为纠问制诉讼程序的需要;实质真实主义的发
展，则主要是建立在对纠问制诉讼程序 (特别是法定证据规则)的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之上。
从这一角度看，实质真实主义的发展即是对早期实质真实主义的改革。
(一)历史背景
当法定证据规则在对实质真实的调查活动中遭到越来越多批判时，人权保障及个人自由
的法律思想在大陆法系国家已悄然登上历史舞台。启蒙运动以来，由于受到法国大革命的推
动以及拿破仑刑事诉讼法的影响，德国国内历经了一场翻天覆地的改革运动。
首先，关于是否引入陪审法庭的问题在德国引发了一场争论。作为英国法象征的陪审团
在 18世纪下半叶的法国曾被视为 “根治刑事诉讼程序所有病症的灵丹妙药”而得到继受。瑐瑠
与此同时，在德国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业余法官会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形成非理性的主观解
释，因此，陪审法庭的引入与理性发现真实的需要之间不兼容。当然，也有人主张业余法官
并非全然不理性，一旦他们成为审判人员的一部分，就应当被视为理性的职业法官。还有人
则进一步认为，业余法官有着同职业法官一样健全的认知能力，他们不是通过对概念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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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年版，第 113页。
参见 ［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 (上) ，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版，第 84页。
而是通过总体见解来把握案件事实，因此，陪审法庭并非不可引入。瑐瑡
其次，关于法国式的自由心证也有深入讨论。19 世纪上半叶，随着法定证明理论被融
入越来越多的主观因素，自由心证的合理性在德国获得了极大的认同，如萨维尼就曾在 1846
年的研究报告中主张引入法国式的内心确信。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法官作出判决时就无
需再遭受任何规则的拘束，也无需向谁作出任何解释。法定证据规则作为一种完全不自由的
模式一旦不存在了，‘通过裁判根据推动认知’将发挥重要作用”。瑐瑢 不过也有一些学者认
为，法国式的内心确信怀着推翻法定证明理论的初衷却走入了另外一种极端，因为依据 1808
年拿破仑 《刑事诉讼法典》第 342条的规定，陪审员只需要形成内心确信就可以且应当作出
判决，除此外不受任何拘束。这样一种过于自由的做法只是学习到了英国法的 “形”，而忽
略了英国法的 “神”。也就是说，在当时的盎格鲁－撒克逊判例法中早已存在一系列严格规
则，以确立哪些证据形式允许被出示，而哪些则不能。瑐瑣
理论的助力推动着制度的改革。1846 年 7 月 17 日，德国通过普鲁士立法，率先在柏林
高等法院以及柏林刑事法院之中确立了陪审法庭的审判方式及自由心证这一证据原则。1848
年以后，德国大部分邦国也相继制定了新的刑事诉讼法，且都吸收了陪审制以及自由心证原
则。然而，由于陪审法庭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明显的错判”，所以其逐渐失去了在
改革之初所具有的重要价值。瑐瑤 1877年，自由心证成为德国 《刑事诉讼法典》的重要原则，
它要求法院在作出刑事判决前都必须建立内心确信。基于对历史的反思，内心确信虽然被界
定为法官对所调查案件真实的 “个人辨识”，但它并不仅仅意味着对真实的 “直觉”，因为
在实际操作中，强制的判决基础、公开原则、言词原则以及法律救济程序的监督等设置，都
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由直觉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而且联邦法院在对第三审上诉案件发挥监督
作用的同时，还不断生成着一些特殊的证据规则。
同时，澄清义务的设置从根本上保证了内心确信的合理性。1877 年德国 《刑事诉讼法
典》第 243条第 3款规定:“法庭可依申请或职权命令证人和鉴定人立即提供其它证据。”此
条历经半个世纪并无实质变化，直到 1935年才被改写为:“法庭有义务依职权进行查明真实
的所有必要行为。”这一规定也延用至今。澄清义务要求内心确信必须建立在 “法官将真实
调查延伸至所有对裁判有意义的事实、证据”的客观基础之上，否则，内心确信就会因为过
于主观而缺乏合理性。正如德国学者所言，“法定证明理论和纯粹的自由心证原则是两种极
端，而我们的内心确信存在于二者之间”。瑐瑥 两种极端都不是调查实质真实最合适的方式，
作为一条中间道路，澄清义务被看作是发现实质真实的最有力保证。
此外，职权分离原则和无罪推定原则也对实质真实主义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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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ücksicht auf den Strafproze，Freiburg im Breisgau 1830，S. 439.
同注瑏瑦，第 484页。
此处所说的“严格规则”指的是“排除规则”，与中世纪大陆法系国家中的“法定证据规则”不能混为一谈。
关于盎格鲁—撒克逊陪审法庭的严格规则，参见注瑏瑢，第 407页。
Vgl. Werner Sarstedt，“Beweisregeln im Strafproze”，in Berliner Festschrift für Ernst E. Hirsch dargebracht von Mit-
gliedern der Juristischen Fakultt zum 65. Geburtstag，Berlin 1968，S. 173.
Gerhard Walter，Freie Beweiswürdigung，Tübingen 1979，S. 2.
权分离原则将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程序切割为 “预备阶段”和 “审判阶段”两个独立
而又相互联系的部分。从整体上看，预备阶段由预审法官或检察官主导侦查活动，审判阶段
由法官主导和检察官参与审判活动。为了查明实质真实，预审法官或检察官需要对所有案件
事实进行调查，因而其享有极大的权力讯问被告人，听取证人证言，开展搜查、扣押等侦查
措施。待审判程序启动后，庭审法官所要做的是实施所有他认为有效的方式，并再次对案件
真实进行调查，直到他能够作出判决为止。总体说来，两个阶段、多个主体的全面调查活动
能够极大地提升发现实质真实的可能性。当然，如果法庭在经过完整的证据调查仍无法确信
被告人有罪，则必须对他宣告无罪。无罪推定原则的出现，正视了实质真实的相对性，也在
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实质真实主义理念的意涵。
(二)目的层面
相比于孤立模式，启蒙运动以来，实质真实主义的特征可总结为 “一个下降”和 “一
个上升”:前者指的是实质真实主义的目的层面由绝对真实下降到一种 “最大化真实”(ho-
he Wahrscheinlichkeit)瑐瑦 或者最接近于真实的 “高度盖然性”;后者是指被告人的权利开始
获得重视，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由查明真相的对象上升为诉讼主体。正是由于被告人
主体地位的获得使得实质真实的调查方式开始进入了 “协助模式”，而其中的 “协助”集中
体现为两点:一是其他司法官 (如检察官)对法官发现实质真实义务的协助;二是被告人对
司法官发现实质真实义务的协助，两者都增加了发现实质真实的可能性。
法定证据规则在一定层面上就是对绝对真实标准的立法表达，所以法定证据规则的影响
力逐渐衰退的历史，正是 “最大化真实”这种相对真实观不断被接受的历史。既然通过如此
严谨的科学方法或公式都无法发现绝对真实，可见，在刑事诉讼程序的有限时空内要实现绝
对真实的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法定证据规则及其理论的批判导致了德国对绝对真实理念
的反思。例如，1885年 1月 14日德国最高法院的判例认为，“由于人的认识能力有限，任何
人对于事实之存在很难达到绝对确定的程度”。瑐瑧 进而，无罪推定原则特别是 “疑义有利于
被告人”的做法，也反映了立法者在心理上对绝对真实标准的否定。虽然绝对真实在刑事诉
讼的有限时空内无法被实现，但这并不表示司法人员就没有必要追求实质真实了，只不过此
后的实质真实逐渐以 “最大化真实”的新面孔展现出来。
(三)方式层面
随着刑讯的泛滥以及错案的激增，人们开始反思仅凭自然科学的方法能否查明包含着极
强个体意识的法律事实。伴随着这样的质疑，协助模式下的实质真实主义在方式层面上也产
生了变化。
首先是司法官的二元化。在启蒙思想家看来，“从侦查到审判，所有活动都由法官独揽
的纠问制诉讼是用来摧残无辜者的”。瑐瑨 可见，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贯彻权力制衡原则尤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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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注①，第 623页。
要，陪审制度和职权分离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基于这一需要而产生的，权力制衡原则的
提出从某种意义上也迎合了实质真实发展的需要。因为在孤立模式中，法官自行侦查、判决
的做法难免会先入为主或主观臆断从而错失实质真实，所以作为司法官的一员，检察官能够
很好地协助法官发现实质真实:一方面，在审前程序中，检察官或主导侦查程序 (如德国) ，
或辅助预审法官展开侦查活动 (如法国、意大利) ，这保证了司法官能够在侦查阶段最为全
面地获取有利或不利于被告人的案件事实，并为审判提供坚实的真实基础;另一方面，在审
判程序中，检察官通过参与庭审又能够辅助庭审法官调查所有对案件真实有着重要意义的事
实和证据，以保证实质真实最终得以被发现。
其次是审判程序纠问色彩的淡化。经过对传统纠问式诉讼程序的反思和对英国控诉式诉
讼程序试验失败后的总结，法国最终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意见，即 “一方面规定，在审判法庭
之前的整个诉讼阶段采取纠问式诉讼制度;另一方面，在法庭审理中则采取控诉式诉讼程
序”。瑐瑩 这就使得法庭的审理活动必须公开进行而不能秘密展开，法庭必须经过言词辩论而
不能过度依赖书面调查，所有证据都必须通过控辩双方的对质而不能仅凭法官的确认以作为
判决依据。纠问色彩的淡化对大陆法系的诉讼程序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德国在 1848 年第一
届国民大会关于国民基本权利的议案中就有关于 “审判必须以公开、言词的方式进行”的
建议，瑑瑠 并依此形成了 《刑事诉讼法典》中的审理公开和言词辩论原则。与孤立模式下实质
真实发现方式的秘密性、书面性及法官的确认性相比，协助模式下的 “公开性”有利于加强
公众对法官真实发现过程的监督，“言词性”有利于法官更为准确地获悉证据信息，而 “对
质性”则有利于法官全面掌握控辩双方对证据的态度。
再次是被告人地位的主体化。在启蒙思想的推动下，人性的精神得到彰显:个人的肉体
不再隶属于君主而是隶属于自己的灵魂，所以刑讯的理论基础被抽空;被告人不再是被纠问
的对象而成为诉讼的主体，所以其应当享有法律所赋予的各种权利，包括通过发现案件真实
从而被准确裁判的权利。可见，发现实质真实在很多案件中也符合被告人的利益，因而他们
经常愿意协助司法机关查明实质真实。不过，与检察官协助法官的义务相比，被告人的协助
不是义务而是权利，在接受侦讯时，被告人可以放弃沉默权而协助侦查，也可以行使沉默权
而不予协助;在庭审调查中，他可以行使对质权以及提出证据调查的申请，也可以放弃。所
有这些权利，对于孤立模式下作为纠问对象的被告人而言，都是难以想象的。
最后是真实查明途径的多样化。对人性的尊重，意味着对不受限制的调查方式的否定，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 1960年的判例指出，“对事实真相以不计代价之方式加以澄清，此并非刑
事诉讼法之原则。如对侦查不设任何限制，将掩藏许多破坏社会及个人价值观的危险”。瑑瑡
面对权利武装的被告人，通过刑讯的方式获得口供变得日益困难，口供的真实性也难以得到
保证;反之，其他证人所提供证言的真实性及稳定程度相较于通过刑讯所获得的口供则要高
得多。此外，随着物证技术的提高，实物证据逐渐增多，仅就真实性而言，其具有言词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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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Shigemitsu Dandu，Japanese Criminal Procedure，Fred B. ＆ Co. South Hachensack，N. J.，1965，p. 14.
BGHSt 14，358，366 (1960) . 托马斯·魏根特教授对此也有相同论述，See Thomas Weigend，“Is the Criminal
Process about Truth?:A German Perspective”，Harvard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Vol. 26，No. 1 (Dec.，
2003) ，p. 157.
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所以，在协助模式下，为获取实质真实而对案件开展调查的重心已逐
渐由被告人转向其他人证，由言词证据转向实物证据，由直接证据转向间接证据。
三、实质真实主义之变与不变
通过对实质真实主义历史脉络的考察可见，关于实质真实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二阶段的划
分实际上是以被告人在发现真实过程中的影响力大小为标准来进行的。在实质真实主义产生
之初，被告人纯粹属于被纠问的对象，所以根本谈不上对发现真实的影响。在实质真实主义
的发展阶段，被告人开始获得诉讼主体地位，并在辩护律师的协助下开始对发现真实产生一
定的影响，但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的权利极为有限，所以这种影响力极其微弱，其作用也仅
限于协助司法机关 /司法官调查实质真实。需要说明的是，二战以来，基于正当程序理念的
出现以及权利保障思想的提升，被告人在发现真实的活动中逐渐占据一席之地。
同时，在以上两个历史阶段的演变过程中还暗含着另外一条线索:承担真实发现义务的
司法官的变化规律。在实质真实主义产生之初，只有法官承担着实质真实的发现义务;启蒙
运动以降，近代意义上的检察官开始出现并且承担了协助法官发现实质真实的辅助义务;二
战以后特别是 20世纪 60年代以来，检察官逐渐成为审前程序的主宰者，甚至在大量案件中
分担了法官发现真实的义务。可见，通过实质真实主义的发展，就义务承担而言，由法官独
立承担发现真实的义务逐渐发展到当前与检察官共同承担的局面，应该说这种义务承担的转
换对于不同性质犯罪案件的真实发现是有极大助益的。
另外，在整个发展历程中，实质真实主义在目的层面或者说认知标准上的变化规律则是
第三条线索。在实质真实主义的产生时期，绝对真实就是实质真实主义在认知标准上的代名
词;在实质真实主义的发展阶段，实质真实主义在目的层面上则表现为通过最大努力以获得
“最大化真实”，而不再使用绝对真实的提法;二战以后，由于正当程序理念的渗透，实质真
实主义在认知标准上更是进一步被描绘为 “在维护程序正当性的基础上，尽力发现最大化真
实”。通过对实质真实主义在目的层面上的差异比较，我们应该更加坚定一个 “真实”:大
陆法系国家放弃绝对真实的认知标准已有两百多年了，我们绝不能还停留在 “大陆法系的刑
事诉讼目标就是要发现绝对真实”的陈旧观点之上。
从实质真实主义产生至今，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与演变，我们之所以仍然将大陆法系发
现真实的体系称为 “实质真实主义”，根本原因在于，不论在历史的哪一阶段，有一种 “基
因”是血脉相传的，那就是国家司法机关 /司法官一直承担着查明真实的义务。相反，无论
被告人的主体地位如何提高，正当程序如何 “强制”，被告人都不需要、将来也不可能承担
(或分担)这一义务。而这项特质也是大陆法系刑事诉讼程序在过去、现在乃至将来据以区
别于英美法系刑事诉讼程序的根本标识。从这个角度看，笔者不认为当事人主义的刑事诉讼
程序或 “形式真实主义”会成为 “统治”全球的模式，其中的原因可以列举出很多，但有
一点是根本性的:大陆法系传统中的职业法官代表国家执行法律、维护秩序、实现统治意志
的 “政策实施型司法”是根深蒂固的，它与同样根深蒂固的、英美法系传统中民众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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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纠纷解决型司法”是存在根本不同的。瑑瑢 如果大陆法系国家可能被形式真实主义所 “统
治”，那么早在 19世纪就已经发生了。不过，通过对实质真实主义的历史考察我们又不难发
现:即便大陆法系刑事诉讼程序的演进没有跳出实质真实主义的谱系，但是由于形式真实主
义与人权保障、程序公正等时代精神相契合，同一时代的大陆法系刑事诉讼程序在贯彻时代
精神的过程中也需要向形式真实主义借鉴某些优良的 “形式”。这种借鉴从启蒙运动开始，
历经二战，至今仍在继续并可能将一直延续。
四、两种认知理论的更迭
换一种思维方式，如果我们试着从实质真实主义流变背后的哲学基础来分析它的发展轨
迹，或许能更清楚地认识到实质真实主义的本质。要在哲学范畴内寻找实质真实的根基，大
体上需要回答三个问题:真实是什么 (真实的本体论) ?如何发现真实 (真实的方法论) ?
主体在发现真实的过程中有无价值牵涉 (真实的价值论) ?基于对这三个问题的不同回答，
在实质真实主义的流变中形成了两种前后不同的认知理论，即 “单向认知理论”与 “双向
认知理论”，瑑瑣 下文将逐一阐述。
(一)单向认知理论之于孤立模式
所谓单向认知理论，是指在刑事诉讼案件真实的发现过程中，司法人员作为唯一的认知
主体，通过科学技术的理性范式，对包括被告人在内的客体 (或对象)进行单方面认知，以
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绝对符合。
1. 真实的 “符合论”
真实是什么?这是任何一个与真实相关的命题都摆脱不了的先决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
回答，构成了人类思想史上的永恒课题。如同其它学科一样，在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诉讼法的
学理上，实质真实的哲学基础通常被归结为 “符合论”。作为 “符合论”的先声，亚里士多
德曾提出了关于真假的表述，即 “认为存在者不存在，或者认为不存在者存在，这样的主张
就是虚假的;相反，认为存在者存在，或者认为不存在者不存在，这样的主张就是真实
的”。瑑瑤 托马斯·阿奎那则发展出了关于 “符合论”的公式:“真实是认知与现实的一致。”瑑瑥
根据 “符合论”的意涵可知，真实并非独立于人的认知之外，而是存在于认知主体与被认知
客体的关系之中，当对主体的认知与客体的性质一致时，这样的认知才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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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瑢
瑑瑣
瑑瑤
瑑瑥
参见 ［美］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郑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 183页。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单向认知理论”与“双向认知理论”并不是纯粹哲学意义上的划分，各自的知
识构成也不隶属于纯粹哲学的范畴。因为司法认知活动不是纯粹的哲学研究:作为理论根基，哲学研究为司
法认知活动提供了各种不同、甚至彼此对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是作为司法认知的主体不可能像哲学家一
样热衷于某一种哲学流派，而是不自觉地吸纳、融合不同流派的知识，以便实际问题的解决。正是从这一点
考虑，本文汲取了笛卡尔的“单向理解”理性观 (monological understanding)与哈贝马斯的“双向理解”理
性观 (dialogical understanding)的思想因子，并总结出了上述两种理论，以便更为全面、准确地揭示实质真实
主义在哲学根基上的变化规律。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 1959年版，第 56页。
Gudrun Schulz，Untersuchungen zur Wahrheitslehre des Thomas von Aquin und zur Kritik Kants an einem überlieferten
Wahrheitsbegriff，Berlin 1993，S. 1 ff.
“符合论”几乎作为公理支撑着日常生活乃至科学研究中的各种真实观，刑事诉讼领域
也不例外。究其原因，佛尔克认为:“这个日常性理论以我们的日常行为、对形势的评估和
行为预期及反应为条件，从实用性来说是正确的。”瑑瑦 海泽尔也解释到:“刑事诉讼框架内的
真实概念只是哲学领域关于真实观点和理念的个别定义。”瑑瑧 实践中，“几乎每一个有经验的
法官都会不由自主地维护、支持真实的 ‘符合论’，即便他并不熟知此理论”。瑑瑨
然而，“有经验的法官”是如何实现他的主体认知与现实客体一致的呢?对此，我们不
得而知，因为无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托马斯·阿奎那都没有明确告知法官该如何做。换言
之，“符合论”只是从本体论上给出了真实是什么的答案，至于如何得出这个答案，也即通
过什么方式才能达到主体认知与现实客体的一致，在单向认知理论中则属于 “真实的方法
论”———科学理性主义所要解决的问题。
2. 科学理性主义
科学的源头可以追溯至人类文明的初期，但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则大致肇始于 15、16 世
纪。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科学与宗教一直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因为近代科学的兴起，其
本身就是对宗教的一个反动，目的是要将人们的目光由对天国、上帝的向往转向尘世的生活
和人类本身。瑑瑩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在中世纪，由于自然科学的繁荣，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无论是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活动中还是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已获得认可与推崇。所以
就某种层面而言，中世纪所称之科学，更多是指自然科学。当然，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在不
断揭开外部世界的 “神秘面纱”、满足人类物质欲望的过程中必须具备两个 “客观性”前
提:其一是自然科学研究承认与真实相联系的知识的客观性，其二是自然科学研究能够保证
它的认知方式的客观性。两项客观性准则便是要求研究主体、过程和结果完全排除主观的、
情感的、价值的因素，按客体本来的面目加以真实的描述，换言之，即是要求在主体必须不
带任何偏见的前提下而具有一种超乎寻常的 “上帝之眼”。瑒瑠
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科学技术征服自然的观念同古希腊以来所形成的理性把握实在的
观念完美结合，并在查明真实的活动中以科学理性主义作为最根本的方法论。瑒瑡 笛卡尔将这
种建立在 “主—客体”之间关系上的科学理性主义称为 “单向理解”理性观。在 “单向理
解”理性观中，个体是认知和行为的主体，外部世界是他认知和利用的对象;个体和外部对
象彼此独立，而理性则是主体认知、利用外部世界的一种能力。瑒瑢 科学理性主义以及 “单向
理解”理性观对孤立模式下实质真实主义的意义至少有两点。
第一点是指，只有通过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才能发现真实。对科学理性主义的认可意味
着对神明裁判的否定。神明裁判将 “过去事实”与 “全知全能的上帝”相关联，认为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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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瑦
瑑瑧
瑑瑨
瑑瑩
瑒瑠
瑒瑡
瑒瑢
Klaus Volk，Wahrheit und materielles Ｒecht im Strafproze，Konstanz 1980，S. 7.
Wolfgang Hetzer，Wahrheitsfindung im Strafproze unter Mitwirkung psychiatrisch /psychologischer Sachverstndiger，Ber-
lin 1982，S. 124.
Walter Grasnick，“Wahres über die Wahrhait:auch im Strafproze”，in Jürgen Wolter (Hrsg.) ，140 Jahre GA. Eine
Würdigung zum 70. Geburtstag von Paul－Günter Ptz，Heidelberg 1993，S. 57.
参见吴兴华:《科技价值中立吗?》，《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年第 2期，第 8－9页。
参见吴小英:《社会学危机的涵义》，《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 1期，第 50－56页。
参见马长山:《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法律观及其启示》，《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 4期，第 102页。
参见 ［德］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 ，洪佩郁、蔺菁译，重庆出版社 1994年版，第 135页。
根源于上帝对一切事物的掌握与理解。瑒瑣 人类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测试上帝的意志，包括
对灵魂 (如宣誓)和肉体 (如水审、火神、决斗等)的测试。瑒瑤 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异军
突起，科学理性主义对未知世界的不断征服使得人们对神示认知方式的信任度逐渐滑落。
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会议废除了神明裁判，随之而来体现科学理性主义的纠问式诉讼方
式得以确立，实质真实主义也成为刑事诉讼程序的主轴。瑒瑥 除此之外，科学理性主义对神示
认知方式的 “取代”，瑒瑦 还表现为法定证据规则的建立，因为自然科学领域探明真实的方法
从根本上看，就是要通过先验的知识预设某种实验前提、操作规则、运算公式，这种技术性
要求反映到司法认知领域则外化为认知主体通过对以前审判经验的总结，预设一系列有关证
明力的评判规则，以保证关于案件真实的结论是最为客观的 “实验结果”。
第二点是指，法官作为认知主体，必须保持价值中立 (无涉)。价值判断属于宗教活动
的任务，事实判断属于科学活动的目标，所以法官的认知活动不能包含价值判断的内容，这
就使得在纠问式诉讼程序中，法官不能夹杂主观的、情感的、个人喜好的因素来对证据的证
明力作出评判，而所有的工作就是要找到那些证明力最强的证据，以便通过最简单的加减运
算来得出关于真实的结论。所以，刑讯在法官价值中立的背景下出现也就不足为奇。
作为科学认知领域的延伸，在司法认知活动中，法律除了确定认知规则以及保证价值中
立以外，还需要明确认知主体。犹如科学实验要有实验主体与实验客体一样，司法认知活动
中法官被君主授权为唯一的认知主体，其它的人、事、物都是法官认知的对象或者协助法官
认知的工具。不过在这种既定的纠问制中，法官作为君主权力的执行者看似具备认知主体的
身份，实际上真正的主体是位于其后的君主，法官充其量也就是君主手中的一个 “木偶”。
通过科学的方法在主体与客体之间建立一种符合论意义上关系的同时，单向认知理论却
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它将社会科学研究或者人类的社会活动完全等同于自然科学研究或
者人类征服自然的活动，因而也将二者的研究方法完全混同，特别是严格的规则预定及价值
中立原则在刑事诉讼证明程序中的应用，不仅致使被告人成为了实质上的认知对象，而且法
官也沦为了实质上的认知工具。可见，单向认知理论的最大缺陷是，它从根本上否认了刑事
诉讼真实查明活动中作为个体的人所具有的独立性、主观性和特殊性，而对这三种属性的认
同则是双向认知理论的重要内容。
(二)从单向认知理论到双向认知理论
所谓双向认知理论，是指在查明刑事诉讼案件真实的过程中，司法人员与被告人作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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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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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l. Karl Kroeschell，Wahrheit und Ｒecht im frühen Mittelalter，FS－Ｒuth Schmidt Wiegand 1986，S. 458.
Vgl. Mathias Schmoeckel，Glaube und Glaubwürdigkeit vor Gericht－Ordale im Spannungsfeld von Ｒecht und Gesell-
schaft，Karl von Amira zum Gedchtnis 1999，S. 301.
参见许恒逹:《“实质真实发现主义”之知识形构与概念考古———以中世纪至现代初期之德国刑事程序发展史
为中心》，《政大法学评论》2008年第 2期，第 161页。
当然，就神示认知方式而言，中世纪中期以来的神学从“主张对上帝意志的外部测试”蜕变为“强调对上帝
的内心信仰”，即认为:作为精神世界最高意志的上帝，只能基于其主动意愿作出谕示而不能被动地被人类的
测试方法探求其意志。任何企图测试上帝意志的人，显然对上帝有所怀疑，其信仰也有所动摇。对内心信仰
的强化要求信徒不再是期盼上帝被动地在世间展现其无穷的力量，而是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对上帝的崇敬。参
见注瑒瑤，第 301页以下。可见，科学理性主义对神示认知方式的取代不具有绝对性而具有主要性，因为蜕变
后的神示认知方式在一定层面上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比如宣誓作证制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同的认知主体，瑒瑧 在各自分别提出对真实的认知基础上，通过相互辩论的方式来发现案件真
实的理论。其中，每个主体对现实客体的独立认知为一向，所有主体之间就各自所获得的认
知进行互相辩论为另一向。
1. 从科学理性主义到人文主义
科学理性主义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影响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如以孔德、斯宾塞、
迪尔凯姆为代表的近代社会科学的开拓者，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移植到对社会科学的研究
中，形成了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实证主义思想家们将社会现象视为 “事实”或
“实物”，并主张一切科学的任务都是为了描述现象，从中发现事物之间重复出现的社会规
律，经过归纳、提炼，最后形成一般性结论。而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也认为，社会文
化现象和自然现象是同质的，社会现象不过是自然现象的延伸或进化的高级阶段，因而可以
用自然科学的规律来解释它。因此，我们也应按自然科学的模式来建立社会科学，以自然科
学的方法 (如观察、实验、比较、类比等)作为社会科学方法的楷模;同时，在对社会科学
的研究中，对事实的判断必须排除个人偏好、采取客观态度、保持价值中立。瑒瑨
人文主义虽然与理性主义同时萌芽于古希腊，也同样在文艺复兴时期获得发展，但作为
足以与科学理性主义 “分庭抗礼”的研究范式，却是启蒙运动以来的事情。人文主义主张对
社会科学的研究以及社会活动不应从 “神本”或 “物本”出发，而是以 “人本”为根基，
强调每个人都具有独立的主体性、与生俱来的权利和千差万别的认知思维。它认为社会科学
的研究对象是有思想、有意志、有独特行为方式的人，这比自然科学更为复杂。同时，由于
研究主体与对象属于同类，他们之间难免会相互交流、相互作用并产生影响。另外，由于研
究主体在智识和方法等多方面的局限性，主体的价值观念必然影响到研究的整个过程。
人文主义的真实方法论发展到 20世纪中期更是经历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这主要表
现为哈贝马斯的 “主体间性” (Intersubjektivitt)理论以及 “双向理解” (dialogical under-
standing)理性观的提出。哈贝马斯对笛卡尔的 “单向理解”理性观提出质疑，并指出人类
社会的存在基础以及理解、分析社会现象的起点并非建立在独立的个人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关
系上，而是建立在 “双向理解”即主体之间的交往行动上。瑒瑩 接着他修正了马克斯·韦伯的
理性概念，认为理性不是一种心理机能，也不仅是个体行为的某种类型，而且还是相互交往
的行为者之间处理分歧、追求一致的一种方式。瑓瑠 哈贝马斯的 “双向理解”理性观旨在以
“交往范式”取代 “劳动范式”，实现由 “单向理解”理性观下的 “主—客体”结构向 “主
体—主体”(即主体间性)结构的转换，进而消解科学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异化及其对人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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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成为认知主体，并不等于被告人因此需要承担法定的真实发现义务。前者是哲学范畴内的命题，后者
属于法律范畴内的命题，二者不能混同。不过在大陆法系国家废除刑讯之后，曾经短暂出现过“违背真实作
出陈述的任何被告人都须受到处罚”的程序性罚则，但终因违反国家承担真实义务的传统且收效甚微而遭放
弃。Vgl. Ｒudolf Stichweh，“Zur Subjektivierung der Entscheidungsfindung im deutschen Strafprozess des 19. Jahrhun-
derts”，Subjektivierung des justiziellen Beweisverfahrens 1994，S. 270.
参见周蔚华:《价值中立论批判》，《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1年第 3期，第 80－81页;袁方:《社会研究方法
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第 70页。
参见注瑒瑢。不过，哈贝马斯所谓的“双向理解”仅仅指涉的是主体之间的交往关系，而本文所指的“双向认
知”以每个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认知关系为“一向”，以各主体之间的对话关系为“另一向”。
参见王小章:《从韦伯的“价值中立”到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哲学研究》2008年第 6期，第 83页。
体性的消蚀，从而实现人的自由与自主发展。瑓瑡
2． 从价值中立到价值关联
马克斯·韦伯提出价值中立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将社会科学从神学和形而上学中分离出
来，消极意义则在于它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混同，并且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完全复制了自然
科学的研究方法。于是，人文主义对于价值中立原则的质疑自 19 世纪晚期以来从未停止。
如华勒斯坦曾指出:“所有的学者都必须植根于一个特定的背景之中，因而都不可避免地要
利用各种前提和偏见，而这些前提和偏见会干扰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感知和理解。”瑓瑢
对价值中立原则的否定就意味着对价值关联原则的认可，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的主要
代表人李凯尔特在 19世纪末最先提出价值关联是文化科学研究或社会活动的主要方法。李
凯尔特认为，社会科学的任务是以自己的方式理解现实生活，建立社会现实的文化意义并揭
示它的历史因果性。在论及揭示社会现实的具体方法时，李凯尔特进一步指出，研究者只有
运用自己的价值立场去考察被研究的经验现实，才有可能真正揭示出该经验现实的本质特征
和它存在的真正意义。瑓瑣
3. 从 “镜像式”符合论到 “匹配式”符合论
中世纪的真实符合论通常被理解为具有 “镜像式”(mirror)的意义。“镜像式”符合论
主张思想或语言是对外在现实客体的镜像式回应。瑓瑤 作为符合论的最低版本，它的缺陷在
于:“镜面”只能反映 “镜前”所存在的现实客体的表象而不能反映对它的分析性思维，当
然更不能反映不在 “镜前”的现实客体。瑓瑥 由于在符合论的等式中，现实客体的这一边总会
不可避免地带有人类建构的、思维行动的痕迹，所以 “镜像式”符合论最根本的错误是，将
自然科学中的真实观完全照搬到社会科学或社会活动中，认为通过镜像式反映就能实现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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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德］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版，第 251页。正是立
足于这一理论视域，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法律的合理性结构应从法律主体的行为合理性上来得到证明，进而
建构了其交往理性的法律观。但是，关于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法律观，需要特别指出两点:其一是，哈贝马
斯从根本上否定了真实的符合论，而吸取了彭加勒的约定论 (convention)和皮尔士的共识论 (consensus) ，
并主张真实的共识论。他认为，所谓的真实无非是通过商谈达成的共识。参见 ［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
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年版，第 17
－18页。这种共识论显然从本质上割裂了真实的客观性。其二是，他所倡导的共识论必须满足以下条件:每
一个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在自觉放弃权力和暴力使用的前提下，自由平等地参与话语的论证;并且在此
过程中，人人都必须怀着追求真实、服从真实的动机和愿望。不但如此，通过话语共识建立起来的规则，还
必须为所有人遵守，每个人都必须对这种规则实行所带来的后果承担责任。其中，话语行为的三大有效性要
求———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参见 ［德］哈贝马斯、［德］米夏埃尔·哈勒:《作为未
来的过去》，章国锋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 126页。这种过于“理想的话语共识环境”在欧陆国
家的刑事诉讼程序中至今乃至将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可能具备，当然，它对于实质真实主义向着更为长
远的形态发展有着一定的意义。
［美］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刘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年
版，第 98页。
参见侯钧生:《“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评M·韦伯社会学的价值思想》，《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 3
期，第 1－2页。
“镜像式”符合论假定，世界以能够为我们的感知器官所镜像反映的方式构建，或者以这种方式被分割。See
Tibor Király，Criminal Procedure，Truth and Probability，Kornél Balázs trans.，Budapest Press，1979，p. 94.
参见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第 54页。具体到刑事诉讼中可表现为，法官对于证
人就案件事实的分析过程以及对于被告人否认自己在案发现场的辩解无法作出真实与否的准确判断。
对客体的绝对符合。
在人文主义的背景下，“匹配式”(match)符合论的影响力随之超越了 “镜像式”符合
论。“匹配式”符合论肯定了所对应的现象既可能是纯粹的自然现象，也可能是社会建构的
产物。瑓瑦 它也因此避免了 “镜像式”符合论过于简单、直接的反映活动，并认为对真实的证
明应当是极为复杂的、处理各种真假虚实的思维活动。而对于价值关联原则的认可，又使得
“匹配式”符合论具有了两种属性:选择性和相对性。正如韦伯所言，在理解社会现实时，
每一位独立的研究者或认知者都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因为对他来说，社会事实 “宛如海滩上
的卵石在等待着被拣拾”，至于到底会拣起哪一颗卵石，“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拣拾者通
过它去打量世界的精神眼镜”。瑓瑧 每一位独立认知主体对社会事实的选择性，则进一步使得
共同认知主体或者相互交往中的主体对社会事实总体符合结果的理解具有一种相对性。如李
凯尔特在谈到主体认知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时就曾指出，社会现实是一个多领域的、复杂的发
展过程，它具有无限性和不确定性。人类的认知无法穷尽它，而只能触及无限社会现实中极
其有限的微小部分，并且将对这个微小部分的认识看作是关于对无限社会现实全部的、“本
质的”知识。所以李凯尔特强调，人类的认知是一种大大简单化了的、在很大程度上被改变
了的东西。它不是对现实的反映，而是对现实的重构。瑓瑨
(三)双向认知理论之于协助模式
随着以“镜像式”符合论、科学理性主义和价值中立为主要内容的单向认知理论向以“匹
配式”符合论、人文主义和价值关联性为主要支撑的双向认知理论的转变(见表 1) ，双向认知
理论逐渐成为协助模式下实质真实主义的哲学根基，其意义至少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每个人都是其肉体与个体性的统一体，都是认知主体，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也不
例外。在以往的观念中，个人的肉体归属于君主，进行刑讯只是司法权利 (而非 “权力”)
的行使，个人没有反抗的理由，但当肉体的归属不再是君主而是个人时，刑讯就会成为对个
人权利的严重侵犯。瑓瑩 自启蒙运动以来尤其是 18 世纪之后，肉体与个体性不可分割的想法
已经成为欧洲各国的共识。人文主义思想对实质真实主义发展的最大贡献就在于，被告人不
再被视为法官认知的对象，而成为与法官在理论上享有平等地位的独立认知主体。
其二，每个主体都有独立思维，对真实的认知具有主观性和价值倾向性，司法官、被告
人也不例外。在以往的认知论中，人们习惯将 “观察者”置于世界之外而非世界之中，将他
作为一种完全独立于现实之外的先知，并在真实发现过程中保持一种绝对的超然。现在则有
所不同，人们从一开始便要将真实的 “调查者”放在 “图片”的中心，并将其作为现实世
界的一部分来看待。瑔瑠 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有独立的思维、判断和价值倾向，在刑事诉讼中每
一个主体对真实各执己见，发现真实的目的也各不相同，即法官和检察官的目的是实现真实
与正义，被告人的目的则是寻求无罪、罪轻。目的不同，“打量世界的精神眼镜” (即价值
趋向)也不相同，各自所选择的 “卵石”(即对事实的认知)自然更不相同。对主体具有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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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Mirjan Damaska，“Truth in Adjudication”，Hastings Law Journal，Vol. 49，No. 2 (Jan.，1998) ，p. 289.
［英］弗兰克·帕金:《马克斯·韦伯》，刘东、谢维和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第 26页以下。
参见注瑓瑣。
参见注瑒瑤，第 517页。
See Fletcher，“Two Modes of Legal Thought”，Yale Law Journal，Vol. 90，No. 5 (Apr.，1981) ，p. 988.
立思维、判断和价值倾向这一观念的认可，决定了自协助模式以来的实质真实主义中，法官
在事实认定上的自由心证权利，以及被告人在发现真实过程中所享有的协助权利。
其三，对于实质真实的发现，需要每个独立主体之间的交流、对话。既然每个独立主体
均从不同的目的、价值趋向和思维出发以形成各自对真实的看法，那么从理论上讲，主体越
多，发现一个全面真实的可能性就越大，各个主体之间交流、对话的机制越健全，发现一个
“最大化真实”的机会也就越大。当然，前提是每个主体事先都已经形成了对现实的看法或
主张，然后再对各自的看法或主张在相互间进行辩论。将这一观念延伸到刑事诉讼中，我们
就不难理解，在启蒙运动以后，为什么被告人以及检察官在对实质真实发现的过程中成为越
来越重要的角色了。同样，我们也能预测实质真实主义的协助模式向深层次发展的规律，即
逐渐强化各个认知主体在真实发现中的交流与对话。
其四，所有主体之间达成的共同认知结论不可能实现绝对真实。 “匹配式”符合论对
“镜像式”符合论的替代，意味着由一种绝对性符合论向相对性符合论的转变。同时，20世
纪以来，在各学科内普遍兴起的怀疑论虽然并没有必然导致对哲学根基的颠覆，但是，它却
在绝对真实与各学科志在实现此目标的现有方式和能力之间挖掘了一条鸿沟。瑔瑡 如历史学家
弗里德曾指出:“人类记忆的可靠性值得怀疑，文档的可靠性同样不能过于信任，我们甚至
都不能确定对过去实践的记载是否存在一个正确的编年史。”瑔瑢 更有学者认为，在刑事诉讼
程序中，“诉讼不能被无限期地拖延，司法资源是有限的，证人难免会出错，口供可能是虚
假的，档案可能是伪造的等等，所有这些情况的存在都会使得绝对性的符合论很难被坚
持”。瑔瑣 这些观点都从不同的侧面论证了相对性符合论的合理性，而正是相对性符合论的出
现推动了实质真实主义的认知标准由绝对真实向 “最大化真实”的理性变迁。
表 1 单向认知理论与双向认知理论比较
真实的本体论 真实的方法论 真实的价值论瑔瑤
单向认知理论 “镜像式”符合论 科学理性主义 价值无涉
双向认知理论 “匹配式”符合论 人文主义 价值关联
结 语
透过对实质真实主义的意涵及历史脉络的全面分析，我们发现，无论是在目的层面还是
在方式层面上，实质真实主义都经历了产生和发展两个阶段。就目的层面而言，它经历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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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Collingwood，“The Limits of Historical Knowledge”，in Ｒobin W. Winks (ed.) ，The Historian as Detective:Essays
on Evidence，New York，Evanston and London:Harper ＆ Ｒow Publishers，1969，pp. 514－515.
Johannes Fried，“Ｒecht und Verfassung im Spannungsfeld von Mündlichkeit und kollektiver Erinnerung. Eheschluss
und Knigserhebung Heinrichs I”，in Festschrift für Dilcher，Berlin 2003，S. 301.
Heike Jung，“Nothing But the Truth?Some Facts，Impressions and Confessions about Truth in Criminal Procedure”，in
Antony Duff etc. (eds.) ，The Trial on Trial (Vol. 1) ，Hart Publishing，2004，pp. 155－156.
从真实与价值的哲学划分来说，“真实的价值论”这一提法是有违逻辑的。但是，本文是针对“真实发现过
程中认知主体有无价值牵涉”这一问题而提出的，况且真实与价值二者也无法达到绝对分离的程度。
苛求 “绝对真实”到力求 “最大化真实”的转变;从方式层面来看，它最初表现为以法官
为唯一调查主体、以被告人为重要调查对象、调查方式不受任何限制的特征，到后来则表现
为司法官二元化、审判程序纠问色彩逐渐淡化、被告人主体化及真实查明途经多样化的特
点。在这一流变的表象背后，实则是哲学基础的更迭，即以 “镜像式”符合论、科学理性主
义和价值无涉为特征的单向认知理论，向以 “匹配式”符合论、人文主义和价值关联为内容
的双向认知理论的转变。在两种认知理论的对比之中，我们又可以看到其中有些内容是根深
蒂固的，比如 “真实的符合论”、司法机关作为义务主体的真实调查原则，等等;有些内容
则是随着哲学、文化等背景的变换而不断变化的，比如科学理性主义朝人文主义的转向，价
值无涉原则朝价值关联原则的转向，等等。根深蒂固的认知论基础使得实质真实主义延续着
自产生以来的 “家族基因”，与时俱进的认知论基础则使得实质真实主义在不断接受来自理
论界与实务界的各种质疑或建议中朝着更加合理、开放、包容的方向前进。
考虑到近些年我国学界关于诉讼真实观的争议从未停止，而对大陆法系最为重要的诉讼
原则实质真实主义的研究也并不深入，所以，笔者一方面希望对实质真实主义的理论溯本清
源，另一方面也希望对实质真实主义的未来走向进行适度的预测。这不仅对大陆法系国家刑
事诉讼的发展举足轻重，而且对中国乃至全球很多国家的刑事诉讼路径选择问题都具有极为
重要的意义。故此，本文权作抛砖引玉。
Abstract: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rincip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in continental law，the
meaning of principle of substantive truth should be explained in the levels of intent and method sepa-
rately． Its history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hases，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At the stage of emer-
gence，it aimed at the pursuit of absolute truth，with the method that judge was the only judicial sub-
ject，the defendant was the tool to ascertain the truth，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evidences was not sub-
ject to any restrictions． At the development stage，it aimed at pursuing“maximizing truth”with meth-
odological characteristics:dualization of the judicial officers，gradual waning of inquisitorial trial pro-
cedure，subjective tendency of the defendant，and diversification of the fact finding． The philosophi-
cal basis for this evolution can be summarized as monological cognitive theory which includes the
“mirror”correspondence theory，scientific rationalism and value－free，and dialogical cognitive theo-
ry which expressed as“match”correspondence theory，humanism and value relevance．
Key Words:Principle of Substantive Truth;Cognitive Theory;Pattern Demon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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